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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反馈干预理论和归因理论，通过两阶段405 份配对样本数据，探讨领导者负面反馈对员工创新

的积极作用。结果发现：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在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时，更容易进行工作重塑；工作重塑对员

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在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时，会显著提升工作重塑水平，进而对

其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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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给企业组织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及全球经济结构，知识

和创新的作用愈加凸显。面对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如何通过员工创新保持“基业长青”成为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1-2]。创新行

为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主动将创新性想法或者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付诸实践的角色外行为，会受到来自组织领导情境因素的影

响[3]。在众多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领导情境因素中，领导者的负面反馈是一个微妙的研究话题。既有相关研究发现，领导者负面

反馈会抑制员工创新行为[4-5]。也有相关研究表示，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并不一定总是产生负面作用，也可能有助于激发员工创新

行为
[6]
。上述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一方面会阻碍领导者发挥反馈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不利于理解工作场所中的领导者负面反馈

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因此，进一步厘清领导者负面反馈与员工创新行为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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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揭示领导者反馈如何影响以及通过什么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本研究引入反馈干预理论，提出员工工作重塑很可能在领导

者负面反馈与员工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该理论认为，领导者的负面反馈能够使员工认识到自身与组织创新标准间的差距，

有可能通过改进传统工作方式和方法、主动寻求新的效率提升工具等工作重塑策略缩小差距
[2]
。在工作重塑过程中，员工通过主

动改变工作范围与边界，使自身能力与工作任务更加匹配，有利于其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组织创新实践活动参与的积

极性[7]。循此逻辑，本文推测，领导者负面反馈会通过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对其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此外，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

不同员工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现有研究对其中的缘由鲜有探析。已有研究指出，不同员工在经历工作情境事件后有不同的反应

主要源于个体归因风格和解释方式差异[8]。那么，何种归因的员工在经历领导者负面反馈后会变得消沉或积极呢?上述问题值得

进一步探讨。本研究重点关注领导者负面反馈在工作场所中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引入积极归因视角探讨个体特征在领导者负

面反馈作用过程中的边界机制。与消极归因相比，在同样遭遇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后，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更愿意根据反馈信

息进行有益于提升工作表现的尝试，采取更加有效的工作改进策略从事创新实践活动
[9]
。由此可见，积极归因对员工经历领导者

反面反馈后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判断具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整合反馈干预理论和归因理论，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第一，领导者负面反馈在工作场所中

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如何对员工工作行为和表现产生积极影响?第二，领导者负面反馈产生积极效应的中介作用路径是怎样的?

由领导者负面反馈所引发的员工工作重塑是否会进一步对其创新性行为产生影响?由此，本研究构建领导者负面反馈影响路径模

型，即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在面对领导者负面反馈时很可能进行工作重塑，并最终对其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构建的理

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模型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领导者负面反馈、员工积极归因的交互作用与员工工作重塑 

在组织创新实践中，反馈是指将个体当前创新水平是否达到组织标准的信息传达给员工的行为，包含正面反馈和负面反馈
[10]。负面反馈在帮助员工正确认识错误和避免犯错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为员工提供奋斗方向，当组织希望重新引导员

工朝着正确方向努力时会提供负面反馈，以使收到反馈的员工能够反思并努力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1]。作为组织中的“代言

人”,领导者在营造工作环境，以及为员工提供信息和反馈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领导者反馈信息指出员工当前创新

水平低于组织可接受标准时，就会被认为是负面反馈[2]。根据反馈干预理论，员工在组织中接收到负面反馈信息后就容易激发其

对目标与现实的差异感知，产生改变现有状态的动机并实施相应的行为改变策略[12]。相关研究指出，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可能伤

害员工组织自尊，给员工带来负向影响。然而，领导者提供的一些负面反馈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员工了解其需要解决

的问题，激励其努力工作，使其采取有效措施以缩小偏差[2]。因此，领导者负面反馈对员工的作用很可能受其它因素的干扰而产

生不同作用。 

在工作场所中，员工对于领导者所提供信息的解读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否正确看待领导者提供的负面反馈在很大程度上会

受到员工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
[12]
。其中，不同的归因方式和水平会导致员工在遭遇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后存在显著差异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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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归因是指个体在对事件解读时能够保持乐观情绪并对未来结果抱有希望的一种归因方式[13]。研究表明，员工在工作过程中

不只是被动接受反馈，而是会积极主动管理反馈环境，当员工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员工会以乐观态度解读工作场所中的负面

事件，并倾向于为领导者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
[2]
。此时，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对于员工而言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因此，当员工面对

这些负面反馈时，会从积极和正面视角解读反馈信息，如正确看待领导者对于其工作的不满并将其视为善意的提醒，从而提升

自身内在工作动机，主动查找问题的原因所在，以便采取更好的工作策略弥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14]。换言之，在积极归因方式

下，员工会认为领导者的负面反馈行为有利于自身职业发展，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认识工作中的不足，从而根据反馈信息主动

对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改进[15]。反之，当员工的积极归因水平较低时，会将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归因为敌意或者对其的侵犯和伤

害。此时，员工对于负面反馈产生抵触情绪，导致其工作投入水平下降，从而阻碍员工投入时间和精力重塑工作[16-17]。因此，领

导者负面反馈对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而言，不仅能够帮助员工正确评估自我，而且会使其在随后的工作中表现出积极的工作

改变行为，增强其工作重塑动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者负面反馈和员工积极归因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工作重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相比于低水平积极归因，当员工积极

归因水平较高时，领导者负面反馈对工作重塑的正向作用更显著。 

1.2 员工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 

工作重塑是指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为追求个人目标、意义和自我价值实现而采取的一系列工作任务与关系边界调整的积极行

为[18]。以往研究表明，工作重塑能够让员工获得更多资源，给其工作带来更多的活力和乐趣，提高员工适应能力，帮助其取得

更好的绩效，满足员工内在需求，从而提升员工幸福感[19]。工作重塑是一个设定目标并且不断自我完善的系统过程，员工进行

工作重塑能够学习新事物和应对新挑战，形成新的工作想法和思路，从而帮助其更好地从事创新实践活动[20]。 

一方面，工作重塑能够帮助员工在创新过程中获得充足的组织资源，从而激励员工主动参与创新。研究指出，工作重塑能

够显著增强员工亲社会动机，潜在改善其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带来人际互动和协作，帮助员工获得其他成员的支持及资源保障，

从而促进员工积极参与组织创新实践活动[21]。另一方面，员工在工作重塑过程中，会乐于分享知识以达成共同目标。当拥有不

同技能和专长的员工参与工作重塑时，能够帮助组织重新设计工作结构并塑造新的工作关系，促进员工思想大解放与大融合，

从而有益于员工形成创新性想法并付诸实践[22]。因此，工作重塑过程也是组织资源获取过程，能够帮助员工获得额外的资源以

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进而增强员工内在创新意愿。此外，工作重塑会激励员工努力工作，促使其对工作内容和角色进行批判

性思考，而批判性思考过程在激发员工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3]。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工作重塑在提高员工

创造力和激发创新行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4]。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员工工作重塑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1.3 员工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基于反馈干扰理论和归因理论，不同积极归因水平下，员工对于领导者提供的负面反馈会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读，进而产

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在工作场所中，工作重塑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内在心理认知，受制于员工特质与情境因素的交

互作用[19]。相比于低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在接收到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后，会主动对工作进行重塑，进

而有利于创新行为。 

具体而言，当员工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其更乐于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解读领导者行为，对领导者提供的负面信息更为看重

并愿意给予积极回应。鉴于此，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在领导提供负面反馈信息后，从而认为这些负面信息是领导者为了激励

自己取得更好表现的一种方式，从而主动通过自我改进的工作策略应对负面评价以获得成长和发展[25]。当员工参与到工作改进

过程中时，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工作，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和思路以应对挑战，从而有利于员工创新行为
[26]
。换言之，当员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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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领导者提供的负面反馈信息不是威胁而是一种机遇和挑战时，就能够正确看待自己工作上的不足，积极开展工作重塑，产

生更多创新行为以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从而缩小与组织创新标准之间的差距。相反，低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对于领导者反馈

的负面信息更容易产生消极的认知和解读
[27]

,这种消极的解读会进一步降低员工工作热情，从而降低员工重新塑造工作的可能性
[28]。因此，在低水平积极归因的影响下，员工不太可能通过改进工作方式应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进一步导致其创新行为减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工作重塑中介领导者负面反馈与员工积极归因的交互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即在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影响下，

领导者负面反馈通过员工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于 2020 年 7～8 月进行问卷发放与收集。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广西和江西等地企业在职员工及其上级领导。为了避免

共同方法变异问题，采用多时点配对方式收集数据。第一次调查主要收集人口统计学特征、领导者负面反馈、积极归因以及被

调查者及其上级领导的联系方式等数据。间隔一个月后，根据被调查者的联系方式展开第二次调查，重点收集工作重塑和员工

创新行为等数据，其中创新行为由上级领导对下属员工进行评价。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经过筛选和有效匹配，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有效配对问卷 40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1%。

在有效员工样本中，男性成员占 51.11%,女性占48.89%;25 岁以下占 11.61%,25～30岁占 33.58%,31～40 岁占 43.95%,40岁以上

占 10.86%;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占 55.06%;工作年限3年及以上占78.77%。被调查的 82份领导样本中，以男性为主，占 69.51%;

年龄主要集中在 31～40岁，占比为84.91%;77.36%的领导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所有领导均为基层管理者。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为国内外成熟量表，除控制变量外，其余变量均采用 Likert5点计分法统计。 

(1)领导者负面反馈。 

采用 George & Zhou
[10]
开发的包含 7个题项的问卷，代表性题项如：“我的领导对我的工作表现不满时会告知我”。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16。 

(2)工作重塑。 

采用 Leana 等[29]使用的包含 6 个题项的问卷，代表性题项如：“为了提升工作效率，我会主动从其它地方寻找新的工作工

具”。该量表的 Cronbach'sα值为0.818。 

(3)员工创新行为。 

采用 Scott & Bruce[3]使用的包含 6个题项的问卷，代表性题项如：“该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会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

新方法”。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31。 

(4)积极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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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Liu等[8]使用的量表，采用 5个题项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如：“我的领导之所以给我提供这些反馈，是因为想激励我

取得更好的工作表现”。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11。 

3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3.1 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分析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本文采用 Mplus8.1 软件对 4 个主要研究变量(领导者负面反馈、工作重塑、员工创新行为

和积极归因)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相比其它因子模型，四因子模型拟合指标达到了更高的拟合程度，并且其

匹配指数都在可接受范围内(χ
2
/df=1.447,CFI=0.970,TLI=0.966,RMSEA=0.033,SRMR=0.044)。因此，4 个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

较高。此外，由于问卷收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因而进一步通过 SPSS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析出 4个因子中的第一个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21.02%,小于 40%的经验值，说明本研究数据同源偏差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可以进行下一步统计分析。 

表 1变量区分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SRMR RMESA Δχ2(Δdf) 

四因子模型：NF、JC、EIB、PA 356 246 1.447 0.970 0.966 0.044 0.033 - 

三因子模型：NF、JC+EIB、PA 1028 249 4.129 0.788 0.765 0.109 0.088 672***(3) 

二因子模型：NF、JC+EIB+PA 1713 251 6.825 0.601 0.561 0.138 0.120 1357***(5) 

单因子模型：NF+JC+EIB+PA 2436 252 9.667 0.404 0.348 0.170 0.141 2080***(6)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4 个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领导者负面反馈与工作重塑显著正相关

(r=0.120,p<0.05);工作重塑与员工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r=0.320,p<0.01);积极归因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关系

(r=0.222,p<0.01)。相关性数据分析结果为进一步验证和探索变量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 2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员工性别 1.51 0.50 
        

2.员工年龄 2.57 0.91 0.046 
       

3.员工教育程度 2.62 0.83 0.049 0.174** 
      

4.员工工作年限 2.26 0.99 0.040 0.014 0.010 
     

5.领导者负面反馈 3.07 0.55 0.082 0.024 0.007 -0.013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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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重塑 3.05 0.43 0.027 0.038 0.043 0.051 0.120* 0.659 
  

7.员工创新行为 3.41 0.65 0.044 0.088 0.003 -0.014 -0.041 0.320** 0.665 
 

8.积极归因 3.17 0.92 0.096 -0.049 0.060 -0.119* -0.048 0.222** 0.189** 0.723 

 

3.3 假设检验与分析 

为验证具有不同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面对领导者负面反馈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 SPSS22.0软件中的 PROCESS 程

序对调节效应进行 Bootstrap 分析，置信区间为 95%。分析结果显示，领导者负面反馈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系数为

0.110(p<0.01),积极归因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系数为 0.129(p<0.001),领导者负面反馈和员工积极归因乘积交互项系数为

0.151(p<0.01),置信区间为(LLCI=0.057,ULCI=0.246),不包含 0,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积极归因的调节作用是存在的。积极归

因在分别取高、中、低值时的调节作用见表 3。由表 3可知，当员工积极归因水平较高时，在面对领导者负面反馈时会提升其工

作重塑水平(Effect=0.226,95%CI=[0.120,0.332]),而当积极归因水平较低时，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员工工作重塑水平较低

(Effect=-0.004,95%CI=[-0.103,0.095])。因此，积极归因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领导者负面反馈和员工工作重塑间的关系，即具

有高水平归因的员工在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时，会更注重提升自身工作重塑水平，H1得到支持。图 2进一步呈现了不同水平取

值下积极归因的调节作用。由图 2 可知，相比于低水平归因的员工，在高水平积极归因的作用下，员工在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

馈时，会更积极地进行自身工作重塑。 

表 3调节效应分析结果(N=405) 

不同取值下的作用关系 

领导者负面反馈 x积极归因→员工工作重塑 

调节效应系数 置信区间 

低水平积极归因 -0.004 [-0.103,0.095] 

中水平积极归因 0.111** [0.038,0.184] 

高水平积极归因 0.226
***
 [0.120,0.332] 

 

为验证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

年限等变量后，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系数为 0.500(p<0.001)。这表明员工工作重塑水平越高，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

创新热情越高，在工作过程中就越容易产生创新行为，H2得到验证。 

进一步地，H3提出积极归因水平高的员工在面对领导提供的负面反馈信息时会提升工作重塑水平，进而对其创新行为产生正

向影响，即领导者负面反馈和积极归因交互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是通过工作重塑的中介实现的。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对

不同积极归因水平取值下，领导者负面反馈通过员工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进行检验。采用方杰和温忠麟[30]推荐

的 LMS 方法对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进行检验，通过 Mplus8.1 软件进行 Bootstrap 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如图 3 所示。分析

结果显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值为 0.072,置信区间为[0.024,0.127],不包含 0。此外，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当积极归因水

平取低值(M-SD)时，领导者负面反馈通过工作重塑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17,置信区间为[-0.078,0.036],

包含 0;当积极归因水平取高值(M+SD)时，领导者负面反馈通过工作重塑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115,置信区间

为[0.060,0.186],不包含 0。此外，在积极归因高、低水平取值下，两个间接效应系数之间的差值为 0.132,置信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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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0.238],不包含 0,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随着员工积极归因水平不断提高，领导者负面反馈通过员工工作重塑对员

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增强，即积极归因显著正向调节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H3得到支持。 

 

图 2积极归因调节作用效果 

为更加形象地展现出不同积极归因条件取值下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参考 Hayes[31]的做法，通过 Johnson-Neyman 技

术，绘制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图。如图 4所示，当积极归因的取值大于 2.95 时，领导者负面反馈通过员工工作重塑对员工创新行

为的间接影响在显著区域内，表明此时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H3得到进一步支持。 

 

图 3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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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作用效果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反馈干预理论和归因理论，主要探讨领导者负面反馈可能存在的光明面，并揭示员工积极归因和工作重塑在领

导者负面反馈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积极归因正向调节领导者负面反馈和员工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工作重塑正

向作用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高水平积极归因的员工在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行为时，更容易进行工作重塑，从而对其创新行

为产生积极作用。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对于领导者负面反馈作用的认识，而且对于企业领导者如何发挥反馈在创

新管理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4.2 理论贡献 

领导反馈作为组织领导者常用的激励策略，一直受到学术界重点关注。以往研究强调领导者正面反馈的影响，较少关注领

导者的负面反馈，并且研究结论也存在争论。因此，本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厘清领导者负面反馈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1)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领导者负面反馈相关研究。 

领导者在工作场所中的反馈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但现有领导者反馈研究主要聚焦于领导者正面反馈对

员工的正向影响，对于领导者负面反馈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却鲜有探究
[12]
。本研究不仅关注领导者负面反馈对员工工作重塑的

积极作用，而且致力于探讨特殊情境下领导者负面反馈可能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水平积极归因的影

响下，员工对领导的负面反馈行为存在不同的理解，因而对领导行为产生不同的认知和解读，从而进一步影响其创新行为。该

研究结论不仅回应了相关学者提出要进一步挖掘负面反馈产生积极效应的边界条件的呼吁，丰富了领导者负面反馈作用机制研

究[32],而且基于工作重塑视角诠释了领导者负面反馈对员工创新行为积极作用的传递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2)以员工归因方式视角探讨领导者负面反馈影响过程中的边界条件。 

现有研究在对领导者负面反馈有效性问题进行探讨时也考虑了可能的边界，但往往以员工被动接受视角展开，如员工自尊、

员工胜任力和领导情绪等
[12]

,忽视了员工的主动性，即员工在面对领导者的负面反馈时也会进行主动归因和评价。根据归因理论，

相比于做了什么，人们往往更关心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进而采取相应的行为[33]。因此，本研究从员工对领导者负面反馈的归

因方式视角，重点关注领导者负面反馈可能产生光明面的边界作用机制，并考察积极归因水平在其中的作用，丰富了相关研究[34]。

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加深对领导者负面反馈的认识，而且识别出领导者负面反馈产生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 

4.3 管理启示 

当前，创新在组织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进一步提升员工和组织创新能力成为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反馈作为组织

中普遍存在且极为重要的管理工具，能够帮助员工有效应对挑战，从而达到提升创新能力的目的。然而，由此会给管理者带来

困扰：在工作场所，是实施正面反馈还是负面反馈更为有效?虽然以往研究大多表明，正面反馈在提高员工创新性方面具有积极

作用，但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领导者的负面反馈在促进员工创新方面同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本研究结论对于企

业管理者如何运用反馈工具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1)鉴于反馈在组织创新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性，组织中的领导者及管理者要注意负面反馈方式和方法，组织成员则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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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负面反馈中寻求有用的信息并从中受益。因此，为了提升领导反馈的有效性，组织中的领导者可以关注下属员工未来成

长潜力，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给予员工适当的负面反馈。此外，管理者在提供反馈时可以肯定员工所付出的努力，选

择性地向员工提供负面反馈信息，从而更好地帮助员工成长。 

(2)工作重塑在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组织中的管理者要对员工工作重塑进行干预，积极引导员工工

作重塑行为。虽然工作重塑是员工自发性行为，但是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可以放任不管，员工工作重塑过程需要各级管理者积极

参与，鼓励和帮助员工实现自我塑造。各级管理者应对下属员工报以真诚的态度，因地制宜地对其加以指导，既要坚持给员工

“布道”,同时要巧妙“授业”,为员工工作重塑提供资源支持，营造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 

(3)员工对于领导为什么提供负面反馈信息的归因和判断会直接影响员工行为表现。积极归因在帮助员工应对领导者的负面

反馈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组织管理者在人力资源实践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关注员工归因方式等特征，招聘和甄选出具有积

极归因特征的员工。此外，组织要帮助员工学会积极合理的归因，开展归因训练，帮助员工明确自身目标和正确认识自我，增

强员工自信心，避免其陷入消极工作状态，进而对个人和组织造成负向影响。 

4.4 局限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值得未来研究加以补充和完善：第一，本研究样本来源范围小，局限于广西和江西地区制造

型与服务型企业，可能对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产生影响。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样本来源和数量，以提高研究结论的严谨性；

第二，在本研究理论模型中，仅从积极归因及工作重塑视角进行探讨，不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领导者负面反馈的作用机理。因

此，未来应该构建更加完整的理论模型框架以探讨领导者负面反馈存在的双刃剑效应，例如在不同领导认同水平下，员工对于

领导者的负面反馈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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